
 
DOI: 10.16538/j.cnki.fem.20220613.402

创业生态系统如何影响区域社会创业活跃度？

——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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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创业对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社会创业嵌入在独特

的创业生态系统中，其中各要素如何驱动区域社会创业活跃度是学界尚未理清的问题。基于创

业生态系统视角，整合政府支持、市场规模、金融服务、人力资本、文化基础多层面要素，运用模

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中国31省份的数据为样本，探讨驱动区域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复杂因

果机制。研究发现：（1）单个创业生态系统要素不构成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和非高社会创业

活跃度的必要条件。（2）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创业生态系统有两种，即政府支持下市场—
文化驱动型和政府支持下人力—文化驱动型。（3）产生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创业生态系统

有五种，且与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创业生态系统存在因果非对称关系。本研究引入组态视

角，探究创业生态系统对区域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多重驱动路径。研究结论揭示了区域高社会创

业活跃度的创业生态系统实现路径，为处于不同创业生态系统的区域提高社会创业活跃度提

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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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提出到“新发展理念”的倡导，新时代下我国的创业活动不仅要

创造经济价值，更需要关注社会和环境问题的解决。社会创业活动旨在以可持续、创新的方式

为一系列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刘志阳等，2018），是呼应“双创”战略和满足社会需求的有效

机制。然而，相较于商业创业活动数量的快速攀升，我国社会创业活跃度的提升面临瓶颈。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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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20）》显示，2019年全国市场主体增速为19.77%，

而全国社会组织总量增速仅有5.98%。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提升社会创业活跃度是亟

需关注的现实问题，这对我国建设美好社会，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具有重大意义（Rawhouse
等，2019）。

国外对社会创业关注已久，学者们多聚焦于国家和区域层面制度要素对社会创业活跃度

的影响研究，如经济发展、政府政策、文化价值观、社会信任等（Stephan等，2015；Pathak和
Muralidharan，2018；Canestrino等，2020；Choi和Park，2021）。部分学者关注人力资本、社会资

本、金融环境等资源要素对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Kachlami等，2018；Sahasranamam和

Nandakumar，2020；Sahasranamam等，2021）。相较而言，国内学者对社会创业活跃度的研究关

注较少，且多从国家层面出发，探究国家间产生社会创业活跃度差异的环境因素，如杨英等

（2021）基于组态视角讨论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是如何驱动国家社会创业活跃度的。现有

研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创业研究的发展，但仍有一些拓展空间。其一，国内学者对区域社

会创业活跃度的关注较少，且内容分散。本文从整体视角出发，将影响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各要

素进行整合，探究我国区域间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差异。其二，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单个环境要素

对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净效应分析，缺乏对多主体互动下社会创业活动独特性的探讨（李健等，

2019）。创业生态系统提供了多主体互动的典型创业情境，能够有效推动社会创业活跃度的提

升（蔡莉等，2016）。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从创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出发，探究社会

创业活跃度的复杂影响路径。

综上，本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从社会创业的独特性出发整合社会创业所依赖

的创业生态系统5大要素，以31省份为研究案例，探究创业生态系统与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复杂

因果关系，致力于解决以下问题：创业生态系统单个要素是否构成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

件？哪些创业生态系统能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 哪些创业生态系统能产生非高社会创业活

跃度?
区别于已有研究，本文尝试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突破：第一，基于创业生态系统理论，从社

会创业的独特性出发，构建一个具有区域性和系统性的社会创业生态系统模型。第二，理清创

业生态系统与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因果复杂机制，揭示社会创业活跃度与创业活跃度之间的异

同。第三，以31个省份的社会创业活动为研究案例，推进区域层面的社会创业研究。

二、  理论基础与模型构建

（一）理论基础

自Spilling（1996）提出创业生态系统概念以来，区域性和系统性一直是创业生态系统研究

中最受关注的两点特性。区域性是指创业生态系统通常具有区域环境依赖性，其构成的参与主

体和环境要素存在差异（蔡莉等，2016）。因此，本研究中创业生态系统要素的选取，应从社会创

业的独特性出发进行筛选。系统性是指创业生态系统要素间是相互作用、共同进化的（项国鹏

和曾传圣，2020）。创业生态系统理论指出，创业生态系统的要素可从创业活动必需的制度要素

与资源要素角度出发进行筛选（Stam和van de Ven，2021）。故本研究聚焦于社会创业所处的特

定情境，并基于创业生态系统理论，选取影响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关键创业生态系统要素。首先，

在合法性构建上，社会创业企业往往比商业企业更需要获得制度合法性的支持。社会创业过程

中面临着更高风险的“新进入者劣势”，导致社会企业相较于其他组织更难获得合法性。此时，

正式制度环境（如政府支持等）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如社会文化等）对社会创业的支持可以帮助

社会创业企业构建合法性（郑刚等，2022）。其次，在创业资源获取上，社会创业企业普遍面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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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不足、融资难的问题。社会创业者面临最突出的挑战就是招聘、激励、保留和培训技能

型受托人、员工和志愿者，人力资本成为社会企业中研究最多的主题（Gupta等，2020）。研究表

明，人力资本能够显著提高地区的社会创业率（Kachlami等，2018）。社会创业企业以创造社会

价值为主要目标，产生的利润比商业企业少，难以吸引风险投资组织和银行的关注（Sud等，

2009）。此时，区域内充足的金融服务能够促进社会创业企业的生存和成长，提高社会创业活跃

度（汪忠等，2011；刘志阳等，2020）。最后，相较于商业创业，社会创业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市场环

境（刘志阳和许莉萍，2022）。一方面，市场化程度高的区域往往制度环境好，会吸引创业者率先

投身于经济层面的活动，再考虑价值创造（姜诗尧和刘振，2021）；另一方面，市场化程度高的区

域经济资源丰富，能够帮助社会企业获取经济资源弥补盈利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市场环境

对社会创业企业的影响也至关重要。综上，本文在创业生态系统理论的基础上，选取政府支持、

市场规模、金融服务、人力资本、文化基础五大要素，共同构成社会创业所依赖的创业生态

系统。

1. 创业生态系统要素与社会创业活跃度

（1）政府支持。政府掌握着许多关键性资源诸如资金、权力、信息等，在生态支持系统中担

任引导性的角色（罗杰•斯皮尔和梁鹤，2018）。现有研究主要基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探讨政

府对社会创业的影响，即制度支持视角和制度空白视角。制度支持视角认为，积极的政府支持

能够为社会创业者和社会企业提供大量的资源和机会，从而帮助社会企业获取制度合法性，提

高区域社会创业活跃度（Stephan等，2015；刘振和胡爽，2020）。制度空白视角认为，在社会问题

频发、资源稀缺的环境中，充斥着大量的社会创业机会，更有可能激发潜在创业者社会创业意

愿。此时，政府支持的缺失，可能会促使人们对社会创业产生更高的需求，从而促进社会创业活

跃度的快速提高（Hoogendoorn，2016）。为了深入挖掘研究观点不一致的原因，有必要深入考察

政府支持与环境中其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明晰其发挥效用的边界条件。

（2）市场规模。市场内蕴含着大量的资金、机会等资源（Dacin等，2011）。社会创业往往因为

盈利能力不足的问题无法吸引外部投资机构，导致融资能力不足。较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较低

的市场进入门槛，有助于社会创业者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来弥补盈利能力不足的问题，从而促

进企业成长（刘振等，2021）。但有部分学者发现，市场规模越大的区域福利制度越健全，反而会

减少对社会创业的需求，从而降低社会创业活跃度（Zahra等，2009；Dacin等，2011）。因此，市场

规模对我国区域社会创业的活跃度可能兼具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3）金融服务。金融服务被认为是激发社会创业活力的关键，它能够聚集和协调资金、知识

等资源（Jia，2020）。在我国，为社会创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类型多元，缓解了社会企业资源

瓶颈压力，同时提供战略咨询、公司治理、财务预算等非财务支持以帮助社会创业者提高社会

创业的存活率（汪忠等，2011；刘志阳等，2020）。此外，金融服务还可以帮助社会创业者建立在

公众心目中的合法性地位，加强彼此间的认同，减少认知偏见，扩大其社会影响力，实现社会使

命。目前，社会创业者迫切呼吁投资机构提供财政支持。但是中国的社会投资机构仍处于起步

阶段，投资规模较低，行业生态建设并不完善，缺乏高效的对接平台（韩文琰，2017）。因此，金融

服务是否会对区域社会创业活跃度产生积极影响尚未有定论。

（4）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有两种类型，即一般人力资本和特定人力资本。一般人力资本指教

育程度，而特定人力资本指创业者经营企业的经验、知识和能力。一部分学者认为，在社会创业

中，一般人力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企业倾向于将所获得利润进行再投资来实现社会价

值，而非将利润重新分配给投资者和员工，因此社会企业往往难以吸引到有技能的员工，竞争

力存在明显不足（Costanzo等，2014；Gupta等，2020）。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特定人力资本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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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表明，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个体能够更好地识别和利用独特的社会

创业机会（Mickiewicz等，2017），企业家即使缺乏充足的金融资本支持，也能够成功创办社会

企业（Kim等，2006）。因此，人力资本可能对提高区域社会创业活跃度有重要作用。

（5）文化基础。文化是创业生态系统参与者之间共享的一系列价值观、社会规范和知识

（Doney等，1998），对社会企业的发展起着榜样和指导作用。若政府重视对慈善文化、亲社会行

为以及利他行为的倡导和宣传，个人的价值观可能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增加社会创业

的意愿（Canestrino等，2020）。此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文化基础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还

可以为社会创业提供信息、资金和情感支持（Estrin等，2013）。有研究发现，良好的文化环境促

使社会创业企业更愿意遵守社会规范与认知，从而推动社会创业企业获得合法性（Sahasranamam
等，2021）。由此可见，创业生态系统需要加强主体间合作与信任的文化氛围，促进社会创业企

业与其他主体间共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从而减少创业过程中的阻力（Stephan等，2015）。
2. 组态视角下创业生态系统与社会创业活跃度

创业生态系统各要素与社会创业活跃度之间的关系研究为创业生态系统要素选取提供了

重要的理论支撑。然而，已有研究忽略了各要素协同联动对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复杂影响，不利

于深入挖掘其中的因果关系。一方面，在复杂的创业生态系统中，要素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普遍存在着互补或替代的关系（杜运周等，2021）。如融资难是社会创业者普遍面临的棘手问

题，积极的政府支持能够为社会创业者提供大量的资金和资源，缓解融资压力（Stephan等，

2015）。而在政府支持缺失的情况下，区域内多样化的金融服务能够有效弥补这种不足，通过对

区域内资源、资本的有效协调，帮助社会创业者提高创业存活率，从而提高社会创业活跃度（汪

忠等，2011；Jia，2020；刘志阳等，2020）。另一方面，基于不同创业机会形成的社会创业企业，对

创业生态系统内要素的组合存在差异化需求（Suresh等，2012）。如基于政府失灵形成的社会创

业活动在政府支持不足的情况下，可能会对市场规模、金融服务等能够提供大量资金和资源的

要素产生较大依赖（Jia，2020）。而基于市场失灵形成的社会创业活动在市场缺乏活力的情况

下，可能会更依赖于政府的扶持（Santos等，2013；Stephan等，2015）。鉴于此，创业生态系统各要

素如何复杂影响社会创业活动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模型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驱动区域社会创业活跃度是一个动态多元的复杂过程，是创业

生态系统不同因素联动作用的结果。若想提高区域社会创业的活跃度，需同时关注政府支持、

市场规模、金融服务、人力资本、文化基础的协同作用。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政府
支持

文化
基础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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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人力
资本

组态匹配

社会创业

·高社会创业活跃度

·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

图 1    理论模型
 

三、  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为了更加全面理清创业生态系统中各要素协同联动对区域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复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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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选用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 QCA）由美国社会学家 Ragin 于20世纪 80年代提出，是一种“案例导向”的方法

（Rihoux，2009）。该方法同时具有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特点，可以检验是否单个条件或条件

组态能够满足结果产生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张明和杜运周，2019）。首先，本研究所关注最重要

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区域创业生态系统能够产生区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采用该方法能从

整体视角研究多重并发的复杂因果关系，挖掘影响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多条等效路径。其次，

QCA在研究中小样本时具有突出的优势。传统的定量研究需要大样本才能保证结论的无偏，

而QCA突破了对数量的限制，只需要较少数量的样本就可以满足要求。本研究的样本量为

31个，选用fsQCA方法能保证分析结果具有较高的内部效度。因此，本文运用fsQCA方法进行

跨案例的比较分析揭示创业生态系统产生区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复杂路径。

（二）样本与数据

已有的实证研究的数据大多来源于成熟的GEM（全球创业观察）和GEDI（全球创业与发

展指数）（Pathak和Muralidharan，2016；Canestrino等，2020；Sahasranamam和Nandakumar，
2020），但是从数据收集和适用性的角度来说，当前创业生态系统的评价指标既不能充分评估

地区的差异，也并非完全针对社会创业的驱动因素。项国鹏和曾传圣（2020）建议可以在借鉴

GEM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数据的质量与可获得性开展探索性研究。因此，本文的前

因条件大部分数据直接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国劳动统计年

鉴》等官方年鉴和报告中获取，社会创业活跃度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本文所选

案例为中国31个省，满足案例选择的同质性要求，每个省份创业生态系统的差异性明显，满足

异质性的要求（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考虑到结果的出现相对条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本研

究将结果数据设定为比条件数据滞后两年，即社会创业活跃度使用2019年的数据，政府支持、

市场规模、金融服务、人力资本、文化基础使用2017年的数据（基于数据可得性，文化基础中的

慈善捐助使用了2018年的数据，政府支持中的电子服务能力指数使用了2016年的数据）。前因

条件和结果的说明、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案例原始数据见表2。
 

表 1    前因条件和结果的指标、测量及数据来源

前因条件和结果 二级指标 测量 数据来源
社会创业活跃度
（SEA） −

社会组织总量/15~64岁劳动力人
口（个/百万人）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政府支持（GV）
政府支出 一般政府公共预算支出/GDP（%） 《中国统计年鉴》

电子政务水平 电子服务能力指数
中国省市政府电子服务能力指数
报告

市场规模（MS） − 市场化指数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金融服务（FS） 融资水平 社会融资规模增长量/GDP（%） 中国人民银行
人力资本（MR） 教育人力资本 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文化基础（CB）

慈善捐助 人均慈善或基于慈善的投资（元） 《2018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指数（分）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市场信用 商业信用环境指数（分）
《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
(CEI)蓝皮书》

 
 

（三）校准与测量

1. 结果测量

社会创业活跃度。借鉴Jia（2020）用社会组织数衡量社会创业数量。GEM将社会创业活动

界定为具有特定社会、环境或社区目标的任何类型的活动、组织或倡议（Canestrino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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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较早研究社会企业的学者舒博延续国外权威定义，认为其是以实现社会公益为目标的社

会组织（舒博，2010）。因此，本文选用社会组织数衡量地区社会创业活动现状，并参照已有研

究，以某地区15~64岁劳动力人口作为标准化基数衡量社会创业活跃度（叶文平等，2018）。
2. 前因条件测量

（1）政府支持。积极的政府支持能为社会企业带来融资贷款、财政补贴等资金保障，给社会

企业提供适宜生存的外部环境。参考张三保等（2020）的做法采用政府支出和电子政务水平测

量该地区对社会创业的政府支持。
 

表 2    案例样本原始数据

案例
前因条件 结果

政府支持 市场规模 金融服务 人力资本 文化基础 社会创业活跃度
北京 55.172 90.726 33.622 100.000 78.986 37.010
天津 14.038 97.877 8.793 76.183 19.849 16.415
河北 22.917 60.335 22.442 52.366 12.902 24.312
山西 24.932 51.844 16.635 57.863 16.959 26.585

内蒙古 35.827 42.235 5.605 52.977 18.620 44.131
辽宁 10.318 64.022 12.734 55.878 12.943 37.303
吉林 22.646 63.464 0.000 50.840 6.446 30.048

黑龙江 21.321 57.207 5.977 49.466 16.730 31.719
上海 51.345 99.553 42.546 87.939 50.119 49.310
江苏 27.406 92.067 11.460 60.611 8.722 100.000
浙江 39.243 100.000 25.615 60.305 23.286 95.509
安徽 21.276 67.821 25.264 34.656 27.126 35.999
福建 37.927 90.838 11.478 49.466 38.585 59.082
江西 24.653 67.263 27.550 41.679 14.427 39.478
山东 29.764 77.318 2.760 48.550 34.769 41.718
河南 14.880 67.933 7.914 45.496 14.678 30.848
湖北 43.100 72.067 15.739 47.786 17.616 34.706
湖南 36.786 67.598 13.276 51.450 24.508 38.980
广东 25.110 98.771 21.817 59.389 32.651 40.358
广西 16.915 60.447 15.804 43.817 2.415 39.383
海南 32.346 47.598 17.142 48.702 21.042 64.578
重庆 48.273 79.665 16.235 46.565 20.885 41.169
四川 39.784 67.709 17.055 35.573 14.771 38.513
贵州 53.780 42.793 37.258 23.664 10.077 23.723
云南 26.429 39.441 16.534 27.023 16.930 30.611
西藏 50.000 0.000 100.000 0.000 17.479 0.000
陕西 13.818 62.011 26.073 54.198 7.615 57.819
甘肃 43.914 39.330 44.593 38.015 35.638 73.310
青海 48.803 26.257 57.681 41.221 13.752 79.327
宁夏 15.185 46.034 23.487 50.229 9.228 70.183
新疆 29.862 34.413 26.019 56.794 18.566 19.888

 
 

（2）市场规模。使用市场化指数评估，源自王小鲁等（2019）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结果，主要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

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五个方面全面反映区域中市场发展程度。

（3）金融服务。融资水平主要关注区域金融机构为企业经营提供资金的情况，能反映出各

地区对创业活动的资金支持程度。本文参考谢智敏等（2020）的做法，采用省份社会融资规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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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GDP的比例这一计算方法对其进行测量。

（4）人力资本。参照现有学者的研究以及数据可得性，采用杜伟等（2014）的做法。通过测量

地区劳动力人口中未受教育人员 （文盲、半文盲）的知识与工作技能水平来反映地区人力资本

存量。具体测算公式为:2×E1+6×E2+9×E3+12×E4+16×E5，其中Ei表示地区6岁及以上受教育人

口分别为文盲（半文盲）、小学、中学、高中、专科及以上的人口比重，2、6、9、12、16分别对应不同

教育层次所对应的教育年限。

（5）文化基础。文化基础包含三方面指标：慈善捐助是典型的道德行为，具有利他性，能反

映一个地区对公益和社会创业的接纳程度。社会信任象征着相对友好、公平和公正的程度，该

数据越大意味着社会企业更容易遵守社会规范与认知。商业信用环境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市场经济秩序与信用环境。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进行地区间比较，度量的数据必须是指数化且统一量纲的。本研究对

原始数据均采用归一化方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消除原始指标量纲影响。各变量下属的二级

指标采用国际通用做法依据平均权重进行分配。

3. 数据校准

校准是将案例赋予集合隶属度的过程。参考Fiss（2011）的研究，本文采用直接校准法，取

31个案例数据的上四分位数（75%）、中位数（50%）与下四分位数（25%）分别设定为5个前因条

件与1个结果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3个锚点。各前因条件和结果的校准锚点及描述

性统计详见表3。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

在运用fsQCA软件就创业生态系统对

区域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作用机制展开

分析之前，需要检验单个条件是否是引致

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在fsQCA中必要条

件可以被视为结果集合的子集，即表现为

某个前因条件总是在结果发生时存在

（Ragin，2008）。一致性是衡量必要条件的

重要标准，构成必要条件的一致性水平需

大于0.9。由表4可知，各个单项前因条件影

响社会创业高活跃度和非高活跃度的必要

性均未超过0.9，故并不存在创业生态系统

表 3    校准和描述性统计

前因条件和结果
模糊集校准 描述性统计

完全隶属 模糊点 完全不隶属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社会创业活跃度（SEA） 53.564 38.980 30.729 43.613 22.281 100 0

政府支持（GV） 41.442 29.764 21.983 31.541 13.216 55.172 10.318
市场规模（MS） 78.492 64.022 46.816 63.698 23.832 100 0
金融服务（FS） 26.046 17.055 12.106 22.874 19.216 100 0
人力资本（MR） 56.336 49.466 42.748 49.958 17.929 100 0
文化基础（CB） 23.897 17.479 13.347 21.236 14.889 78.986 2.415

表 4    单个因素必要性分析

前因条件
结果

高社会创业活跃度 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
GV 0.636 0.431
~GV 0.449 0.646
MS 0.634 0.541
~MS 0.530 0.608
FS 0.644 0.543
~FS 0.482 0.572
MR 0.599 0.534
~MR 0.510 0.565
CB 0.601 0.460
~CB 0.474 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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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要素是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或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必要条件。

（二）充分性分析

基于组态视角，本文首先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进行跨案例的比较分析，探

究创业生态系统形成不同组态对区域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复杂影响路径。接着，根据组态理论化

过程，对本文发现的组态依次进行命名。最后，考虑到fsQCA方法的因果非对称性，为全面深入

理解区域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产生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组态。组

态分析是在多个组态组合中选择结果集合的子集。考虑到充分一致性≥0.75，观察案例至少超

过75%，PRI一致性≥0.7的要求（张明和杜运周，2019），本文确定将一致性阈值设为0.8，频数阈

值设为1。在政府支持、市场规模、金融服务、人力资本、文化基础多个因素的复杂影响下，对引

致结果发生的所有前因条件展开定性比较分析。充分性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产生高社会创业

活跃度的创业生态系统有2种（S1a、S1b），产生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创业生态系统有5种
（NS1、NS2、NS3、NS4、NS5），每个组态的一致性与总体一致性均高于可接受的最低门槛值

0.75。
 

表 5    产生高、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组态

前因条件
高社会创业活跃度 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
S1a S1b NS1 NS2 NS3 NS4 NS5

政府支持（GV） ● ●     ●
市场规模（MS） ● ●  ● ●
金融服务（FS）      ● ●
人力资本（MR） ● ●   

文化基础（CB） ● ● ●   ● 
一致性 0.842 0.850 0.904 0.872 0.902 0.942 0.956

原始覆盖度 0.216 0.211 0.128 0.210 0.256 0.070 0.080
净覆盖度 0.072 0.067 0.081 0.033 0.074 0.042 0.056

解的一致性 0.846 0.919
解的覆盖度 0.282 0.477

 
 

1. 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创业生态系统

（1）政府支持下市场—文化驱动型（GV*MS*~FS*CB）
组态S1a指出高政府支持、非高金融服务为核心条件，互补高市场规模和高文化基础为边

缘条件的创业生态系统可以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该组态显示，在金融服务发展不健全的区

域，政府可以通过优化制度环境和扩大市场规模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金融服务不足导致创

业活动难以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可能会增加创业失败的风险（汪忠等，2011；刘志

阳等，2020），潜在创业者出于规避风险的心理可能会降低社会创业的意愿。政府支持不仅能够

为社会创业者提供资金的扶持，还能帮助社会创业者建立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拓宽资源

获取渠道（Stephan等，2015）。并且，市场规模大的地区各类组织资源可得性高，结合政府拓宽

的资源获取渠道，使得社会创业者提升了参与经济层面活动的可能性，从而提高社会创业活跃

度（刘振等，2021）。同时，文化基础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还可以为社

会创业提供情感支持（Estrin等，2013）。研究表明，文化基础好的区域，创业者更容易受到慈善

文化、利他行为等潜移默化的影响，增加社会创业的意愿，从而提高社会创业活跃度

（Canestrino等，2020）。处于这种创业生态系统下的典型案例为福建省和重庆市。以福建省为

例，近年来福建省政府支持社会创业的力度不断加大，且市场规模不断增长，为社会企业提供

了稳定的资金支持。此外，福建省一直深受“闽商”文化的影响，人们对创业者普遍持有认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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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的态度，能够包容创业失败的结果（田军鹏和郭肞，2013）。三者结合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

的社会创业活跃度。

（2）政府支持下人力—文化驱动型（GV*~FS*MR*CB）
组态S1b指出高政府支持、非高金融服务为核心条件，互补高人力资本和高文化基础为边

缘条件的创业生态系统可以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该组态显示，在金融服务发展不健全的区

域，政府可以通过优化制度环境和优化人力资本环境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在金融服务支持

不足，融资困难的情况下，有效调动外部其他资源对社会创业者极为重要（Desa和Basu, 2013）。
合法性作为企业的一种特殊资源，对新创社会企业获取外部其他资源实现生存和成长发挥重

要作用（郑刚等，2022）。积极的政府通过为社会企业家提供有形（如赠款、补贴、其他直接资金

等）和无形的资源（如协助完成赠款申请、帮助社会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等）的支

持，帮助社会创业企业获取制度合法性（Zahra和Wright，2011），从而提高社会企业获取外部资

源的能力。同时，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潜在创业者更加倾向于进入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

会价值的社会创业活动。尤其当他们身处于对社会创业高度认可、尊重和支持的文化环境当中

时，社会创业意愿就被进一步强化，从而促进区域社会创业活跃度的提高（Sahasranamam和

Nandakumar，2020）。处于这种创业生态系统下的典型案例为内蒙古。内蒙古的政府和文化环

境良好，为社会创业企业获取合法性提供了法律和政策的保护。同时，自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

的教育工作持续加强、教育地位不断上升，民族教育已经走在全国前列，为社会创业活动提供

了大量的人力资本。制度与人力资源的结合使内蒙古产生了高社会创业活跃度。

通过比较两种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创业生态系统覆盖度指数发现，S1a的覆盖度高于

S1b，即多数省份是通过S1a的创业生态系统促进社会创业活动的。两条路径中都出现了高政

府支持和高文化基础，说明在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区域中，制度环境良好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此外，在同时具有高政府支持为核心条件，高文化基础为边缘条件的情况下，高市场规

模和高人力资本存在替代作用。原因可能在于，市场规模越大，区域内可识别社会创业机会的

数量就越多，与良好的政府和文化环境相耦合，有利于潜在创业者识别并顺利开发社会创业机

会，实现社会创业。而人力资本越高的个体识别机会的能力越强，即使在市场规模欠缺的情况

下也能识别到创业机会。

2. 产生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创业生态系统

（1）NS1：~GV*MS*~FS*MR*CB
组态 NS1指出非高政府支持、非高金融服务、高文化基础为核心条件，互补高市场规模、

高人力资本为边缘条件的创业生态系统会抑制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产生。该组态显示，只要缺

乏政府支持和金融服务，即使其他环境良好，该区域的社会创业活动都会受到抑制。缺乏政府

支持和金融支持可能无法确保组织获得足够的资金，并以合法有效的形式存在（杨英等，

2021）。合法性缺失以及创业资源难以获取是导致区域产生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主要原因

（Haugh等，2022）。处于这种创业生态系统下的典型案例为天津市。

（2）NS2：~GV*~FS*~MR*~CB
组态 NS2指出非高政府支持、非高金融服务、非高人力资本为核心条件，互补非高文化基

础为边缘条件的创业生态系统会抑制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产生。该组态显示，在其他环境都欠

缺的情况下，无论市场规模如何，该区域的社会创业活动都会受到抑制。制度环境和人力资源

的缺失，使得该地区不仅无法为社会创业者提供制度和资源的支持，还由于文化基础中缺乏对

创业活动的包容，使得个体很难产生社会创业的意愿，从而抑制了该地区的社会创业活跃度。

处于这种创业生态系统下的典型案例为黑龙江省和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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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S3：~GV*~MS*~FS*~CB
组态 NS3指出非高政府支持、非高市场规模、非高金融服务为核心条件，互补非高文化基

础为边缘条件的创业生态系统会抑制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产生。该组态显示，在其他环境都欠

缺的情况下，无论人力资本如何，该区域的社会创业活动都会受到抑制。在政府、市场等环境都

缺乏的情况下，会产生许多由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带来的社会创业机会。但由于资源太过缺乏，

导致即使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创业者都无法获取充足的资金和外部资源，成功进行社会创业。

处于这种创业生态系统下的典型案例为吉林省和云南省。

（4）NS4：~GV*MS*FS*~MR*CB
组态 NS4指出非高政府支持、非高人力资本、高文化基础为核心条件，互补高市场规模、

高金融服务为边缘条件的创业生态系统会抑制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产生。该组态显示，只要缺

乏政府支持和人力资本，该区域的社会创业活动都会受到抑制。人力资本低意味着创业者受教

育水平较低、抗风险能力差，导致创业者很难识别到有价值的社会创业机会，从而降低社会创

业意愿。此时，政府支持的缺乏又造成了社会创业者难以获取组织合法性，容易陷入资源困境

的问题，使得低人力资本的创业者更加排斥进入盈利水平低的社会创业活动。处于这种创业生

态系统下的典型案例为安徽省。

（5）NS5：GV*MS*FS*~MR*~CB
组态 NS5指出高政府支持、高市场规模、非高文化基础为核心条件，互补高金融服务、非

高人力资本为边缘条件的创业生态系统会抑制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产生。该组态显示，只要缺

乏人力资本和文化基础，该区域的社会创业活动都会受到抑制。在不鼓励慈善文化、利他行为

的地区，受教育水平低的创业者难以产生社会创业意愿。并且，若该区域政府、市场和金融环境

良好，可能会促使受教育程度低的创业者进行盈利水平高的商业创业，对社会创业活动产生挤

出作用，阻碍社会创业活跃度的提升。处于这种创业生态系统下的典型案例为四川省。

通过对比5种产生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创业生态系统的覆盖度可以发现，NS3的覆盖度

最高，是抑制社会创业活跃度的主要路径。四条路径中均含有非高政府支持，表明省份想要改

变社会创业活跃度低的现状，首先就要完善正式制度环境，提高政府对社会创业活动的关注和

支持。

（三）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采用稳健性检验方法对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分析。依据已有研究的建议

（Fiss，2011），本文通过调整校准阈值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将创业生态系统各要素和

社会创业活跃度的交叉点由 50%分位数提高至 55%分位数，产生的组态基本相同，与本研究

得出的命题不相悖，再次验证了本研究的结果。

五、  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如何优化创业生态系统提高区域社会创业活跃度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创

业生态系统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研究方法，以中国 31 省份为研究案例，

深度剖析了创业生态系统五个关键要素与区域社会创业活跃度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研究结

论：（1）政府支持、市场规模、金融服务、人力资本、文化基础五个创业生态系统要素均无法单独

构成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和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2）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

创业生态系统有两种，即政府支持下市场—文化驱动型和政府支持下人力—文化驱动型。这两

种创业生态系统展现出不同省份实现高社会创业活跃度具有“多重并发”和“殊途同归”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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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3）产生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创业生态系统有五种，且与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创业

生态系统存在因果非对称关系。其中，四种类型的创业生态系统中皆包含非高政府支持，反映

出在中国转型期，政府支持的缺失对产生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发挥普适影响。

（二）研究贡献

在考虑社会创业活动独特性的基础上，理清了创业生态系统对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复杂影

响路径，为各区域实现社会创业活动蓬勃发展提供理论借鉴。研究贡献有以下三点：

首先，基于创业生态系统理论，从社会创业的独特性出发，构建了一个具有区域性和系统

性的社会创业生态系统模型。国外学者多从制度、文化和经济环境出发研究宏观环境对社会创

业活动的影响，而国内却鲜有相关研究。社会创业活动具有高度情境化的特点，嵌入在多种复

杂的环境之中。本文通过分析社会创业活动的独特性，挖掘对社会创业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要

素，构建出一个适用于研究社会创业的创业生态系统框架。

其次，理清了创业生态系统与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因果复杂机制，揭示了社会创业活跃度与

创业活跃度之间的异同。已有创业活跃度的研究表明，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与其他环境要素

耦合即可产生区域高创业活跃度（杜运周等，2020）。相较而言，社会创业企业普遍面临制度合

法性缺失的问题，难以获取资源、实现成长。本研究发现，社会创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更高，正

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缺一不可，且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最后，以31省份的社会创业活动为研究案例，丰富了区域层面的社会创业研究。徐虹等

（2020）学者呼吁要探索不同情境下社会创业的前因、结果及相互作用的机制。我国社会创业活

跃度的研究发展缓慢，且集中在国家层面，并未深入探索区域间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差异。本文

从区域视角出发探索我国区域间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分布特点，有助于为处于不同创业生态系

统的区域提高社会创业活跃度提供理论指导。

（三）实践启示

本研究结论为我国各区域因地制宜地优化创业生态系统，提高社会创业活跃度提供实践

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营造鼓励社会创业的制度环境，优化创业资源配置。为社会创业提供制度和资金保

障的政府支持结合倡导慈善文化和利他行为的社会文化，在促进社会创业方面具有普适意义。

各区域在制定促进社会创业的措施时，不仅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为社会企业获取合法性

提供保障。还需要发挥社会文化的辅助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提高社会创业意愿。

其次，重视制度要素与资源要素的联动匹配，用有限的资源来推动关键要素的发展。单个

创业生态系统要素并不是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而是系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的

结果。各级政府在完善制度环境的同时，还需要重视市场、人力等其他环境的优化，实现制度与

资源的联动匹配。此外，组态S1显示制度环境和市场规模的联动作用可以产生高社会创业活

跃度，组态S2显示制度环境和人力资本的联动作用可以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因此，各级政

府应根据本地资源条件，推动关键要素环境的发展。

最后，关注社会创业活动的独特性，优化创业生态系统。社会创业肩负社会价值和经济价

值的双重使命，使得社会创业所嵌入的生态系统具有独特性。组态NS5显示，在缺乏社会文化

支持和人力资本的环境中，即使政府、市场和金融环境良好，也会对社会创业活跃度产生抑制

作用。该创业生态系统能够鼓励商业创业的发展，却对社会创业产生了挤出作用。因此，各区域

在优化创业生态系统时应聚焦于适合社会创业的独特情境，避免产生负向影响。

（四）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中国目前并没有实施社会企业的登记注册制度，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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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的统计数据，这限制了本文对社会创业活跃度测量指标的选取。本文参照Jia（2020）采用

社会组织数代替社会企业数以衡量社会创业活动具有一定代表性与合理性，但准确度不足。未

来可继续深化对社会创业企业的认识，从更加全面、准确的角度选取衡量区域社会创业活跃度

的有效指标。第二，本文使用传统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研究创业生态系统与社会创

业活跃度之间的关系，然而传统的QCA方法缺乏对前因条件和结果动态性的考虑，得出结果

可能不够稳健，未来可发展时序QCA方法弥补此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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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Affect Regional Soci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Peng Wei1,  Yin Yue1,  Shen Yiyang1,  Bi Yu2

（1. Business School,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164, 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Summary: Based on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takes 31 provinces
as research cases, integrates the five elements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that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depends  on  from  the  uniquenes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discusses  the  complex  causal
mechanism driving the activity of regional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a single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element cannot constitut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generating high soci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non-high soci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Second, there are two types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that generate high
soci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namely, market-culture driven with government support an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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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driven with government support. These two types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le concurrency” and “same destination” in achieving high soci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 different provinces. Third, there are five types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that generate
non-high soci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mong them, the four types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all
contain non-high government support, reflecting that in China’s transition period, the lack of
government support has a general impact on the generation of non-high soci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he conclusions reveal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with high soci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 the region,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soci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 regions with different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e following enlightenment is obtained: First, when formulating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need to play not only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the auxiliary role of social
culture to stimulate the willingnes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Second,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alize the
linkage and matching between institutional elements and resource element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sh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key element environment with limited resources according
to local resource conditions. Third, when optimizing the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unique situation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o avoid
the negative impact.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hat: First, based on the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theory,
starting from the uniquenes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 regional and systematic model of social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is constructed. Second, it clarifies the causal complex mechanism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and soci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reveal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soci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hird, it explores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which is helpful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soci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责任编辑：王雅丽）

 

134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4卷第9期）


	一 引　言
	二 理论基础与模型构建
	三 研究设计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五 结论与启示

